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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华人新移民企业家的双重嵌入

任 娜 刘 宏

内容提要 学界对移民的本土化和跨国性的论述大多把二者视为对立的两个方面。
本文在田野调查基础上，从背景、特征以及运作机制三个角度分析新加坡华人新移民企业
家在祖籍国和移居国的双重嵌入性，并指出本土化与跨国性并非“零和游戏”，而是企业
家在移居国和祖籍国积累经济和社会资本的生存和发展战略，二者相互促进，彼此推动。
关 键 词 新加坡 本土化与跨国性 新移民企业家 双重嵌入 一带一路

在目前六千多万海外华人中，新移民( 中国改革开放后移民海外的华侨华人) 占到了近 1000
万，是海外华人移民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学术界对于华人新移民的跨国性( Transnationalism) 给
予了大量关注，却忽略了移民在移居国本土的调适过程。实际上，早有学者指出: 跨国性的一个根
本要素是跨国移民在祖籍国与移居国社会空间的多重卷入。①因此，新移民的跨国性与本土化
( Localization) 二者之间的共存与互动，是华人移民研究学界不可忽视的一个课题。它对当前的“一
带一路”建设也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新加坡是华人新移民的主要移居国之一，新移民企业家则是其中一个重要的群体。本文以新

加坡华人新移民企业家为研究个案，通过考察移民企业家的本土化与跨国性这一同步进程，揭示其

在移居国和祖籍国双重嵌入的动力、特征与机制。本文所运用的资料一部分来源于社团的会议记
录，纪念会刊、报纸媒体等原始文献资料，一部分来自田野调查，即基于笔者对新加坡二十五位华人
新移民企业家的深度访谈和对他们的活动的参与性观察。这些受访对象在各调研指征方面均具有
充分的代表性，如企业类型、移民时间、年龄、性别等等。此外，为了进一步充实本文的研究资料，我
们也参与了一些主要由新移民企业家为成员骨干的华人社团活动，如新加坡天府会的颁发奖助学

金活动、华源会的例行董事会和新移民杰出贡献奖的评选活动等，以此弥补材料的不足。

一、本土化与跨国性:华人移民研究的双重视角

在海外华人研究领域，“本土”通常指海外移民所到达的移居地，“本土化”则指华人移民因适
应海外移居国社会而自身产生的一系列调适与变迁。②本文中的“本土化”主要指华人新移民企业
家在移居新加坡后所产生的一系列社会经济行为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三方面: 第一，伴随着生存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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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的本土化研究参见刘宏:《战后新加坡华人社会的嬗变: 本土情怀 、区域网络 、全球视野》，厦门大学出版社，2003 年。该书

将本土化定义为移民在“当地( 居住地) 的社会文化脉络下发展出一整套有自身特征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体系”。



境的变化，新移民企业家为适应本地需要而做出的商业管理模式的调整与改变; 第二，为了拓展生

存空间，新移民企业家在本土社会经济关系上的努力和融入; 第三，受移居国社会文化的影响，新移

民企业家在商业价值观上所做出的调适与妥协。跨国性是移民形成幷维持其连接祖籍国与移居国
的多重社会关系的过程。它强调移民大都建立的跨地理、跨文化并超越政治界线的社会场景，发展
并保持了包括家庭、经济、社会、组织、宗教与政治的多重跨界关系。①本文的“跨国性”指的是新加
坡华人新移民企业家在社会经济层面所表现出来的跨国性特征。在地理层面，它以新加坡和中国
为中心，辐射到其他国家或地区; 它肇始于 1990 年新、中两国正式建交之时，这也是新移民涌入新
加坡的元年; 从内涵上，它涉及企业家的跨国经营模式、跨国的社会网络以及商业文化取向等。
历史上华人海外移民潮的发生是以民族国家为时代主旋律，且以中国的积贫积弱为主要背景。

在复杂的历史情况下，老一代移民通常是在被迫切断了与祖籍国的联系后才开启在移居国的本土

化进程，并在本土化完成后，基于时代风云变幻又开始重建与祖籍国的联系。②与老一代海外移民
截然不同的是，华人新移民潮的涌现是以全球化的加速和交通技术的迅猛发展为时代背景的。新
移民移居海外后，同时面临着两个社会进程的发生: 本土化与跨国性，即在移居国努力融入的同时，

也保持着与中国或第三国在生活、事业和文化等各方面的密切联系。因此，本文提出“双重嵌入”
这一衍生概念，即将社会学的“嵌入”这一概念置于移民的移居国和祖籍国双重视野之下，探讨新
移民的“本土化”和“跨国性”这两大进程如何彼此交织与互动。目前，国际学界对于跨国移民双
( 多) 重嵌入性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两个主题。一是跨国网络与本土融入二者的共生性; 二是探究
跨国性和本土融入之间的复杂关系。波茨( Portes) 探讨了移民在移居国的融入如何影响了他们与
祖籍国之间的跨国活动。③ 津田 ( Tsuda ) 从理论层面分析了移民在移居国和祖籍国的双重参与并
指出了四种互动关系类型。④埃达尔( Erdal) 和 奧彭( Oeppen) 则在对欧美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移民
的实证研究基础上，阐述了移民本土融入和跨国性的关系。⑤这些学者所提出的见解是我们继续研
究的基础，但同时也留下了进一步思考的空间。如现有研究很少在实证基础上将本土化与跨国性
作为一种长期且正在进行的双重嵌入的社会进程加以探讨。在理论层面，如何加强这两者之间的
积极联系和互动有待探讨。当前相关的研究多是建立在北美和欧洲移民的实证基础上，鲜以当代
华人新移民为研究对象。有鉴于此，本文尝试将这一主题放在亚洲华人移民的语境下加以丰富和探讨。

二、动力与背景:国家与个人

( 一) 来自新、中两国政府的推力
华人新移民企业家的双重嵌入离不开宏观的国家政策结构和微观层面的群体背景和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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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新移民企业家在新加坡和中国的双重嵌入，有两股力量不可忽视: 一是新、中两国相对开
放和不断改善的移民政策，二是新、中两国相邻的地理因素和不断提升的经济合作环境。作为一个
移民国家，新加坡一直在接受移民。为了克服持续的低生育率而带来的挑战( 2012 的生育率只有
1． 2，远低于 2． 1 的人口替代率) 。新政府在过去的十几年中不仅颁布了大量措施来提高当地的生
育率，而且也通过吸引大量移民来提高人口数量。1997 年，新加坡政府实施外国人才( global
talent) 政策来吸引全球各个领域的精英，①并在 1998 年建立了国家级的猎头中心“联系新加坡”，在
欧洲、北美和中国等地设立了联络办事处。经过 20 多年的努力，新加坡人口从 1990 年的 350 万，
一跃而升为今天的 540 万。随着新加坡移民人口的不断增长以及移民和本土社会之间不断上升的
紧张关系，新加坡政府加快了将新移民融入本土社会的步伐。“国民融合委员会”( National
Integration Council) 成立于 2009 年，目的在于“将新加坡公民、永久居民以及新公民紧密地联系在
一起”，并希望这些永久居民、新公民“与新加坡人一样享有共同的生活、价值观和经历”。②社区中
心以及其他来自草根社会的组织也被鼓励举办各种活动，以协助和加强新移民和本土人士的接触

和交流。例如，在新加坡的晋江会馆，新移民占据了该执委会三分之一的席位。③此外，政府试图通
过强化新移民的国家认同，来弱化在新老新加坡人之间存在的族群和文化差异。为了鼓励新移民
永久留在新加坡，政府采取措施使公民可以在教育、医疗和住房等方面享有优于永久居民的经济待
遇，以此来鼓励永久居民转化为公民。新移民也被要求通过学习英语，积极与本土人士互动，接受
新加坡认同理念的四个核心价值观，即: 效忠国家，维护法律与秩序，拥护多元文化及精英领导体

制，积极融入本土社会，拥有与新加坡人一样的认同感。④为了响应新加坡政府的号召，以及改变来
自新加坡本土民众对中国新移民的一些负面看法，⑤新移民团体也积极出台各种活动和奖项，以鼓

励新移民积极融入本土社会。如 2001 年成立的新移民社团“华源会”自 2010 年推出了“中国新移
民杰出贡献奖”，以奖励近 30 年来为新加坡社会做出杰出贡献的中国新移民。除了上述来自新加
坡政府的推力外，中国自 1990 年以来不断变化的移民政策也同样起到了重要的作用。1990 年代，
中国的移民政策侧重于鼓励人们出国留学，学成后返回国家效力，但在过去的 20 年里，随着全球人
口流动的加剧，中国政策出现了重大转变，从强调“回国效力”到鼓励移民在海外“为国服务”。与
此同时，中国政府还积极鼓励海外移民从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等层面积极融入移居国社会。
如果说上述因素推动了新移民企业家在新加坡本土的嵌入进程，那么，什么因素影响了他们在

祖籍国中国的跨国嵌入呢? 除了新移民在文化和情感上对于祖籍国的天然亲近感外，还有三个主

要的结构性因素使然。
首先，紧密的政治和地理联系。新中两国于 1990 年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为两国日后的经济发

展铺平了道路。从新加坡到北京只需飞行 6 个小时，新加坡和中国不同城市之间的航班每周多达
590 个以上，地理位置的接近和交通运输的发达为企业家在两国之间的往来提供了巨大的便利。
中国经济崛起并跃升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这一事实促使新移民企业家利用他们与中国存在的

地理和背景优势去中国寻找资源和商机，保持与祖籍国在经济上的联系。第二，中、新两国不断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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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和提升的经济关系是推动华人新移民企业家保持双重嵌入的一个重要因素。至 2011 年 1 月，
157 家中国公司在新加坡股票交易市场上市，市场资本达到了 540 亿新元。2013 年和 2014 年，新
加坡是中国最大的外资来源国，而中国则是新加坡第一大贸易伙伴，双边贸易达到了 1152 亿新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了 11%，占到了新加坡贸易总量的 11． 8%，而在 1990 年两国的双边贸易只有 28
亿美元。①双边不断上升的经贸合作关系极大地促进了华人新移民企业家与中国的跨国联系。
此外，新加坡政府的鼓励和中国政府在保持与海外移民的联系方面所作的努力也直接强化了

新移民企业家与中国的联系。新加坡政府奉行开放型经济政策，大力推行区域化经济发展战略，注
重与中国的经贸联系，因此，对于华人新移民与中国在经济上联系与互动，新加坡政府持以积极的

态度。如在 2001 年 8 月，新加坡贸工部长杨荣文率领访问中国西部的 57 人考察团中，有 4 位就是
来自中国的新移民，他说，“中国人才移民到新加坡，已经为我们制造了一个很有价值的经济联络网，
我们应该善用它。”②

中国政府方面，各级领导人在不同场合均表示欢迎海外华人到中国开展贸易合作; 政府代表团

经常定期飞往海外，拜访华人移民及其社团组织，以此加强双方的经贸投资联系; 中国政府也在不

断制订和出台一些新措施，方便海外华人在中国长时段的停留，例如目前一部分海外华人专业人才

可以获得 1 至 5 年的中国长期签证。
( 二) 华人新移民企业家的特点

我们的调查发现，新移民企业家不同于老一代华商的背景和特点在很大程度上强化了他们在

新中两国双重嵌入的意愿和能力。首先，新加坡居民身份( 国籍或永久居民) 的获取是新移民企业
家双重嵌入形成的基础。我们的受访者中九成已加入新加坡国籍。然而，新加坡国籍的获取并不
能看做是企业家嵌入新加坡社会的必要指征，原因在于新加坡护照所提供的便利( 无需签证便可

被允许进入 100 多个国家，包括中国) 已经成为移民获取新加坡国籍的一个重要吸引因素，这一点
在访谈中得到多数受访者的认可。但不可否认的是，取得新加坡国籍是他们融入新加坡并建立与
之政治认同关系的一个意愿性标志。与此同时，其直接来自中国的文化背景和对中国亲人朋友的
牵挂以及事业的联系又使其与中国保持着持续的联系。第二，新移民企业家普遍拥有的高等教育
背景为其双重嵌入提供了不可或缺的能力和机制。高等教育( 大学或以上) 一方面使移民企业家
具备了适应移居国社会的知识( 如专业知识技能、中英双语能力等) 和素质( 如思维的灵活性和视
野的开放性等) ，另一方面又使他们成为华人新移民中的精英，是中国政府在海外重点关注的对

象。一些受访者明确表达了高等教育背景所赋予的信心与能力，使他们能够积极参与到新中两个
国家的相关事务中。“我在中国接受的大学教育。来到新加坡后，我感到目前的学历是不够的。
于是我到新加坡一所大学进修，二年后拿到了工商管理硕士文凭。之后我感觉比以前更自信了，在
工作中我不比任何一个新加坡人差。……我的大部分教育是在中国完成的。我感谢我的祖籍国。
当中国需要而我又有能力的时候，能为中国做点贡献，我认为是理所当然的。”③第三，跨国企业家
精神是新移民企业家保持双重嵌入的主要动力。华人企业家精神的文化内涵主要包括冒险、自信、
节约、家族主义、自律、勤劳和善于利用关系等等。④为了节约成本，新移民企业家积极利用其在新、
中两国的社会背景和网络，寻求最佳的资源配置，以谋求企业利润的最大化。这样，以华人文化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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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向的跨国企业家精神进一步推动了新移民企业家在双边社会的嵌入。正如一位受访者所说:
“我对自己的公司有成功的信心，主要在于两个原因。一是我在新加坡工作了很多年，我熟悉当地
的资源和规则。另一方面我来自中国，理解中国的文化，我知道如何在中国开拓市场，因此，能把两
国的资源有效地结合起来，我就成功了一半。①

总之，新加坡和中国不断开放和改善的移民政策以及两国之间友好的经济氛围为新移民企业

家在两国社会实现双重嵌入创造了强有力的外部环境，而新移民企业家个人的教育、文化、素质和
精神又为他们提供了双重嵌入的能力与条件。

三、双重嵌入的层面与特征

新移民企业家在本土化与跨国性过程中所形成的在移居国和祖籍国的双重嵌入主要表现在三

个层面: 商业管理策略、社会经济网络、商业价值取向。
( 一) 商业管理策略

在商业管理策略方面，企业家的双重嵌入主要通过以下三点体现出来:

第一，与本土人士共享企业所有权。其优势主要在于两点: 一是帮助企业在较短时间内提升竞
争力，包括接触本土的市场资源和获取成熟的商业网络; 二是移民企业家能够轻松而快速地实现从

“局外人”到“内部人”的转变。在我们列举的 10 位访谈对象中( 表 1) ，有 6 位均与新加坡人有企
业合伙关系，这种与本土人士共享企业所有权的管理策略所产生的利益在访谈中得到了普遍的体

现，如企业家 D说:“2004 年我从中国带回一些广告原材料。为了快速地进入本地市场，我与两个
新加坡人成立了一家公司，他们在本地的商业网络很广。仅仅 7 个月后，我们的公司就赚取了意想
不到的巨大利润。”②

第二，人力资源本土化，即雇员绝大多数为新加坡本土人士。本土经理人通常在公司扮演了重
要的角色，如担任市场监察员，负责公司与外部的沟通等。企业雇用本土员工的优势颇为明显，如
降低了雇用外籍员工的成本; 本土雇员没有当地语言障碍，能够快速深入到本土市场; 此外，通过为

本土人员提供就业机会，企业提升了在当地社会的形象等等。在列举的 10 家新移民公司中，7 家
至少有一位新加坡人出任高级管理层人员，在 5 家劳动密集型的企业中，4 家企业有超过一半的员
工都为本土人士( 表 1，见下页) 。这一数据显示: 人力资源本土化是新移民企业家的重要管理战
略。一位受访者告诉我们:“我虽然熟悉这一行业技术，但对新加坡本土市场而言，完全是一个局
外人。因此，在新加坡成立公司后，我的所有员工都是新加坡人。我只控制着公司发展的方向和目
标。其他业务全部由我聘用的本土经理人进行管理。你越信任他们，他们为这个公司会更加努力
工作。”③

第三，多维空间的商业运作机制。在商业运作上，新移民企业家显现了强烈的跨国性特征，即
他们来自中国的背景和在中国或第三国的广泛社会网络，使企业形成多维空间运作机制，即由两国

或两国以上的商业资源组合而成的运作模式，如“中国市场 +西方技术 +新加坡管理”或“新加坡
资本 +新加坡技术 +中国原材料”等等。跨国商业运作模式将新移民企业家在祖籍国和移居国双
重嵌入的优势进行了最大化，提升了在全球市场的竞争力。这一点从我们的调查可以清晰地印证。
“我们在新加坡和美国分别设立了公司。公司的主要技术来自美国。新加坡主要是我们企业的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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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和管理基地。我们主要在中国招聘和培训技术人员，然后把他们带到新加坡。”①

表 1 新加坡华人新移民企业家

企业家 行业
企业所

有权

企业合伙人

人数/本土
合伙人人数

员工数量/
本土员工数量

年龄 性别 教育 国籍

在新中两

国参与社

团的数目

担任社团领

导或骨干的

社团数量

A 高科产业 家族 3 / 0 170 /133 45 － 55 男 博士 新加坡
新加坡 2 个
中国 1 个

2

B 人力资源 家族 3 / 0 21 / 13 55 － 65 男 本科 新加坡
新加坡 7 个
中国 6 个

12

C 制造业
与新加坡

人合伙
2 / 1 100 / 40 35 － 45 女 硕士 中国

新加坡 3 个
中国 0 个

0

D
广告印

刷业

与新加坡

人合伙
3 / 2 40 / 20 45 － 55 男 本科 新加坡

新加坡 2 个
中国 1 个

2

E
金融投

资业
家族 2 / 0 3 / 1 35 － 45 男 硕士 新加坡

新加坡 5 个
中国 2 个

1

F 建筑业
与新加坡

人合伙
3 / 1 27 /20 45 － 55 男 博士 新加坡

新加坡 2 个
中国 2 个

1

G
医疗服

务业

与新加坡

人合伙
2 / 1 3 / 2 45 － 55 男 本科 新加坡

新加坡 3 个
中国 1 个

1

H 房地产业
与新加坡

人合伙
3 / 1 100 / 30 35 － 45 女 硕士 新加坡

新加坡 3 个
中国 2 个

3

I
信息咨

询业
家族 2 / 0 2 / 1 35 － 45 男 本科 新加坡

新加坡 2 个
中国 2 个

1

J 保健品业
与新加坡

人合伙
2 / 1 10 / 8 35 － 45 女 本科 新加坡

新加坡 2 个
中国 1 个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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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LCL访谈录，2013 年 12 月 1 日，新加坡。



( 二) 社会经济网络

新移民企业家的双重嵌入还体现在他们在移居国本土和与祖籍国之间的社会经济网络上。网
络建构渠道有两种。一是制度化渠道。移民企业家通过参加新加坡和中国的社会组织并担任领导
职位嵌入到两个社会中。如表 1 所示，在 10 位受访者中，9 位同时参与了新加坡和中国的社会组
织，并且至少在一家新加坡或中国的社会组织中担任领导职位。我们以企业家 B 为例，深入分析
新移民企业家是如何通过社会组织，制度化地嵌入到两个社会中。表 2 列举了企业家 B 加入的社
会组织，一部分与双边的政府部门相关，如某省政协和“通商中国”( 新加坡的半官方机构) ，一些则
来自于草根社会和社区组织，如天府会和国际狮子会。企业家 B坦言，参加这些社会组织，使他获
得了更多的机会结识来自新加坡和中国的政府官员和社会人士，并建立了密切的网络联系。如作
为天府会的主要领导人，他代表天府会( 截至 2013 年底) 已接待了中国 100 多位政府官员和 39 个
市长代表团，并认识了不少新加坡本土的政治和商界精英。二是个人网络，包括与中国家庭亲人朋
友的联系，以及与新加坡本土人士的日常交往等，其同样构成新移民嵌入双边社会的重要渠道。和
新加坡本土人士的交往是衡量一个人本土化的重要标准。在我们的调查中，几乎所有企业家都表
示有交往密切的本地人朋友，超过三分之一的企业家认为，自己在新加坡的朋友圈中，新加坡本土

人士占了近一半。

表 2 企业家 B在中国和新加坡参与的社会组织

中国的社会组织 职务 新加坡的社会组织 职务

中国海外交流协会 理事 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 理事

XX省政协 海外委员 新加坡国民融合理事会 理事

XX省海外高端人才 顾问 新加坡人口政策工作委员会 理事

XX省海外交流协会 副会长 新加坡纳税人民意委员会 理事

XX省归国华侨联合会 海外顾问 通商中国 委员

XX市海外交流协会 名誉会长 新加坡天府会 会长

新加坡国际狮子会 委员( 前任会长)

( 三) 商业价值取向

商业价值取向是考察新移民企业家双重嵌入的另一重要指征。新加坡新移民企业家显示了两
种不同的商业“面孔”，即“新加坡面孔”和“中国面孔”。“新加坡面孔”显示了新加坡人在商业思
维、习惯和行动方面与中国人的差异，正如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所强调的:“我们发现，虽然我们是
华人，说华文，但是我们有不同( 于中国人) 的工作方法和价值理念。在社会体制和工作方式上，我
们是西方化的，我们不依靠关系，我们对待法规的准则和态度也是完全不同的。”①在我们的调查
中，几乎所有受访者都表达了对于新加坡商业价值观念的认同，如重视效率、商业竞争的公平性、任
人唯贤等等，并在自己的企业中将上述原则加以实践，展现了新移民企业家的新加坡面孔。他们在
中国的一些不愉快经历则进一步强化了其对新加坡商业价值观的认可。一位企业家说: “如果当
年我继续留在中国，我的事业不会这么成功的。在中国经商，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应酬合
作伙伴和客户，建立商业关系。在新加坡，我们很少有这样的应酬。维持我们与客户之间的关系就
是我们的产品质量，而不是私下关系。”②与新加坡面孔不同，中国面孔强调了关系、人情和面子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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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行为中的重要性。①华人新移民企业家尽管有着对于新加坡商业价值观的认同和践行，但在商
业理念和实践中同样显现了中国面孔的一面。作为在中国出生、长大并具备中国社会经验的第一
代移民，他们熟悉中国文化，拥有广泛的社会网络。在中国，他们驾轻就熟，能够从容地在商业活动
中面对和处理一些“中国式”的麻烦和问题。其中国背景在竞争激烈的商业环境中变成了巨大优
势，并无形中强化了对于中国背景的认同。一位受访者表示: “我们作为一个刚刚起步的公司，在
新加坡并没有太大的竞争力。然而，我们来自中国，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市场。目前，我们几乎所有
的客户都来自中国。虽然我们小公司在本地市场竞争力不强，但在中国我们有自己的优势和人脉。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公司在新加坡竞争激烈的环境下还能够生存下来的原因。”②尽管新、中两国在
商业文化上有很大差异，但在新移民企业家身上，两副面孔显示了和平共存的可能性，存在着两种

商业文化之间的转换机制。当然，在某些情况下，两种面孔也会发生矛盾和冲突( 如当中国的“关
系”遇上新加坡公司的“制度”) 。然而，新移民企业家双语言和双文化的背景使其有能力去协调这
一矛盾，并能根据不同的场合来自如转换，最终使他们同时嵌入到两种不同的商业社会价值体系中。

四、运作机制:经济与社会资本的跨国互动与转化

本土化与跨国性作为移民同步嵌入移居国和祖籍国的两个社会进程，其共存性在现有学术著

作中已有讨论，③然而二者如何影响和互动，是移民双重嵌入的核心机制所在，也是学术界应进一

步探讨的问题。社会资本理论被广泛用于社会的发展与变迁、人力资源、民主政治等研究，然而很
少有学术作品从跨国移民角度来审视这一理论。④ 本文尝试将社会资本理论与跨国性相结合，从
经济和社会资本的跨国互动和转化这一视角解读新移民企业家的双重嵌入。这里的经济资本指新
移民企业家所获取的企业投资、生产技术、市场份额、商业信息等商业性资源; 社会资本则包括新移
民企业家所培育和积累的社会网络、名誉声望、社会信任等社会性资源。当新移民企业家到达移居
地，如何获取当地资源并同时借助来自祖籍国的资源是其在移居国得以立足的关键。前文分析显
示，华人新移民企业家的本土化是其在移居国培育经济和社会资本的过程，跨国性则是新移民企业

家保持并充分利用多年在中国积累的经济和社会资本的进程。本土化与跨国性在互动的过程中发
生了经济与社会资本在两国之间的相互提升和跨国转化，最终形成了新移民企业家在移居国和祖

籍国的双重嵌入。具体来说，这一过程包括了四种跨国互动和转化类型( 如下图) 。

本土化与跨国性的互动与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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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四个双向箭头分别代表了发生在祖籍国和移居国的经济和社会资本之间的四种跨国互动

和转化类型。
第一种是本土化与跨国性通过来自祖籍国的跨国社会资本与来自移居国的本土社会资本的相

互提升来彼此强化。例如，企业家 B的中国背景和在华多年的工作经历为他积累了丰富的社会资
本。当他移民到新加坡，在中国的社会资本变成他可资利用的跨国网络和资源，帮助他成功地在新
加坡创业成功和拓展社会活动，强化了他在本土( 新加坡) 的社会资本和嵌入性。企业家 B作为第
一位华人新移民被新加坡政府邀请加入“通商中国”这一组织，这与他和中国之间密切的联系有无
庸置疑的关系。与此同时，他对新加坡社会组织和活动的积极参与为其培育和积累了本土的社会
资本，提升了个人的社会威望。因此每当中国政府官员来新加坡访问考察时，企业家 B 经常成为
被“点名”的接待者之一，进一步加强了他与中国之间的跨国网络( 社会资本) 。在这一过程中，本
土化与跨国性实现了互动。第二种是本土化与跨国性通过来自祖籍国的跨国经济资本和来自移居
国的本土经济资本的相互促进来彼此影响。新移民企业家来自中国的丰富的经济资本( 如生产材
料、商业信息、市场等) 有助于吸引新加坡本土的商业投资，增强了其在新加坡本土的经济实力。
与此同时，新移民企业家所处的新加坡良好的经济环境和政策、发达的商业信息网络以及宽阔的国
际视野则有利于其在中国的商业拓展与活动，协助提升企业在中国的国际化形象和声望。这样，新
移民企业家在两国经济资本的彼此互利中实践了本土化与跨国性的互动进程。第三种是本土化与
跨国性通过本土社会资本和跨国经济资本二者之间的相互转化来彼此加强。从前文分析可以看
到，新移民企业家之所以成功地在中国开展商业活动，除了与其自身在中国的深厚背景有关外，和

其在新加坡积累的人脉关系以及良好的商业形象、社会声望等本土社会资本有着直接的联系。同
样的，新移民企业家在中国成功的跨国性商业拓展提升了其经济实力，使其更有能力参与到新加坡

本土的商业和社会活动中，提升了其本土的知名度和社会声望，从而完成了由跨国经济资本向新加

坡本土社会资本的转化。第四种是本土化与跨国性通过本土经济资本和跨国社会资本二者之间的
相互转化来彼此促进。对海外华商而言，在移居国社会的商业成功，是他们日后积累与祖籍国之间
跨国社会资本的一个重要前提。例如，拥有新加坡十大人力资源公司之一的企业主 B，被邀请担任
中国多家社会组织的领导职位，这无疑与他在新加坡的商业成功有着直接的因果联系。而移民企
业家与中国之间建构的跨国社会网络同样又为其在新加坡企业的快速发展提供了更多的商业机会

和资源，正如企业家 F坦言，在企业创立之初，其 60%的客户都是来自他曾经多年生活和工作的省
份，也是他的跨国社会资本最为集中的地区。
以上我们运用社会资本相关理论，从跨国性视角分析了华人新移民企业家双重嵌入的运作机

制。研究表明，本土化和跨国性作为新移民企业家在移居国和祖籍国的社会经济活动进程，被构建
为彼此强化的生存发展战略，用来积累和利用在双边社会的经济和社会资本。通过双边经济和社
会资本的相互提升和跨国转化，本土化与跨国性二者保持互动，彼此加强，最终实现了新移民企业

家在移居国和祖籍国的双重嵌入。

五、结 论

本文对新加坡华人新移民企业家的个案分析显示，华人新移民企业家在本土( 移居国) 和跨国

( 与祖籍国或第三国之间) 两个社会空间均展现了强大的活力和能力，体现了全球化时代下新移民

企业家全新的社会面向和特点: 具有良好的教育背景; 具有敏锐的商业触觉，能够将知识与市场相

结合并成功地转化为生产力; 拥有新加坡公民或永久居民的身份，对当地社会事务的参与颇为活

25

《世界民族》2016 年第 2 期



跃，具有一定影响力; 他们的生活和事业以跨越国界为特征，将移居国与祖籍国或第三国联系在一

起，建构起多维空间的跨国网络。本土化与跨国性作为新加坡华人新移民企业家的生存与发展策
略，使其同时嵌入到祖籍国和移居国两个社会中，用以积累和利用双边社会的经济和社会资本。新
移民企业家的本土化与跨国性这两个社会进程不仅和谐共存，而且彼此互动和促进。从前文的探
讨中，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第一，跨国性与本土化作为新移民企业家在祖籍国和移居国双重嵌入的社会进程应放到全球

化这一大的背景下加以理解。随着交通运输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地方与全球经济的快速融合，人口
的跨国流动性得到前所未有的提升。据 2013 年的统计，国际移民数量共计 2． 32 亿人，占世界人口
的 3． 2%。与此同时，据盖洛普调查机构在过去三年对 135 个国家近 26 万人进行的调查显示，全球
有 7 亿人( 占世界成年人口的 16% ) 希望永久地移居国外。该调查还显示，中国是净移民输出国。
国家与国家之间在经济资源和社会发展上更倾向于共享与合作，而非断裂与隔绝。在全球化不断
加速的过程中，新移民企业家在祖籍国与移居国的双重嵌入正在变成其获取资源的重要生存策略

和一种生活方式。
第二，与民族国家范式内的嵌入性相比，华人新移民企业家在祖籍国和移居国之间的跨国双重

嵌入是一个更加复杂的社会进程，受到双边社会体制和因素的影响。祖籍国与移居国成为华人新
移民企业家经济和社会活动的两大主要场域，他们适时地运用国家政策性资源和制度化机制，从双

边社会获取经济和社会资源，从而获得有利的个人跨国发展空间。这一空间受到国家关系及双边
经济社会和文化体系的制约，是新移民企业家双重嵌入特性形成中的关键性影响因子。
第三，新移民企业家的双重嵌入被企业家个体的跨国能力与现实因素所塑造。显然，不是每一

个移民企业家都具有从事跨国社会经济活动的能力。实现跨国性和本土化的并行，需要具备一定
的素质、条件和能力，如熟悉双边社会的语言和文化等。同时，基于各种现实因素的考虑，华人新移
民企业家在与祖籍国和移居国互动的过程中寻求和保持着在跨国性与本土化二者中的平衡。
最后，本研究是建立在新加坡新移民企业家的个案研究基础上，但新加坡独特的移民环境，如

华人为当地主要族群; 儒家观念与西方体制并行，以及国家积极的移民配套政策等，使这一实证研

究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即这一研究结果可能并不适用于亚洲其它国家的华人新移民。需要指出的
是，这并不影响本文在理论层面的发现。通过将社会学的嵌入理论和社会资本理论置于跨国性视
角下加以审视，本文提出了华人新移民的“双重嵌入”和“经济与社会资本的跨国转化”二个衍生性
概念并做了相应的阐述。相信将这些衍生性理论概念结合进深一步的研究，在海外华人移民研究
领域将是一个有益的探索。

Abstract Most scholars treat the transnationalism and localization of the immigrants as a
dichotomy． Based upon empirical studies，with in-depth interviews and data analysis，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new Chinese immigrant entrepreneurs in Singapore have been
simultaneously embedded into two or more nation-states． It shows that localization or integration
into Singapore and transnational ties with China are not necessarily a“zero-sum”game． The
result suggests that transnationalism and localization have been construed as a mutually
reinforcing strategy in new immigrants’efforts to accumulate economic and social capital in both
the migrated land and the homeland．
( 任 娜，讲师，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广州，510632; 刘 宏，教授，南洋理工大学人文

与社会科学院，广州，510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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